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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圓成‧超越 

──論大乘佛法與現代人生 

 

王覺溟 

自由撰稿人  

  

緒論：大乘心行在近代的回歸 

  清末民初，中國遭逢二千年未有之劇變：社會動盪、戰亂連年、傳統文化式微、國民素

質低劣；國家危如累卵、民眾困若倒懸。作為傳統文化重要一系的佛教，自明清以降已呈江

河日下之頹勢，其時愈發衰朽不堪、百弊叢生；僧團戒綱廢馳、腐敗窳濫；教義陳滯蛻化、

厭世消極；出家眾往往心存利養，唯知趕經做懺，在家眾普遍愚昧迷信，僅求祈福薦亡；少

數品行高潔的僧俗，只能無奈地棲隱山林，自證解脫。流淌在中華文化深層血脈中、滋養了

國人性靈近二千年的佛教，與國家民族一樣，率皆瀕於崩潰絕滅之邊緣。 

  「我勸天公重抖擻，不拘一格降人才。」 

  至今我們依然能夠想見龔自珍當年仰面蒼穹時那悲憤孤絕的神情。菩薩戒品沾身、教宗

天台、行歸淨土的龔自珍，僅以六品頂戴的一介卑官，置身於陰霾密布、「萬馬齊喑」的帝

國暮年中，自有其「忽然擱筆無言說，重禮天台七卷經」的無奈和苦楚，他與亦受菩薩戒、

亦棲心淨土的摯友魏源一樣，「但開風氣不為師」，雖無甚政績、失意一生，卻以其「可能

十萬珍珠字，買盡千秋兒女心」的高瞻之志與殷切之期，開啟了以大乘佛學沖決僵化儒教之

藩籬匡時濟世的近代進程。他們的身後並不寂寞──就在龔自珍籲請蒼天的那聲浩歎旋即沒

入西方列強的重炮聲中、幾成絕響的半個世紀之後，「九州」終於激蕩起振聾發聵的「風雷」。

佛教界內外的仁人志士紛紛奮起，發海潮音、作獅子吼，致力於以大乘菩薩心行勇猛、救國

濟民的事業。誠如梁啟超所言：「見大眾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眾生迷而曰我獨悟，眾生

苦而曰我獨樂，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托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

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藐躬種種之利益以為國家，

其必不辭矣。」[註 1]維新義士譚嗣同更以其大雄無畏之行，深切踐履了「救人之外無事功，

度眾生之外無佛法」[註 2]的無上悲願。一八九八年深秋菜市口鍘下的那一刀，濺起的豈止是

烈士的鮮血，那是從超絕凡夫肖小之言思情見的菩薩血脈中噴湧而出的大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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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傳統佛教厭世自了的千年積弊，近代佛教改革領袖太虛大師慨然揭起「人生佛教」

之大纛，藉以喚醒萎靡不振的教界僧俗和社會民眾，旨在療救病入膏盲的近代佛教和中國社

會。追根溯源，太虛大師指出：「中國雖代有高僧名士相繼輩出，說法玄妙，理論深幽，然

考其平昔修行，不外觀輪迴苦求脫生死而求自利……若真正發菩薩心……即求之古德亦猶希

焉！類皆口說大乘圓頓之教，身行小乘偏權之行……以是沿習成風，一見學佛而兼行利濟眾

生之事業者，便譏笑其為非真正之佛教徒，殊不知此正是大乘即俗即真之妙行也！」[註 3] 

  然而「曲高」終究「和寡」，畢生為佛教改革奔走呼號、鞠躬盡瘁的太虛大師竟被譏為

「政治和尚」，其改革事業亦屢屢受挫。拒絕並不僅僅源於自命清流的佛教界保守勢力，亦

來自民眾思想的「大腦」──擁有與虛大師一樣的摯誠心靈、憂患意識與縝密思辨的知識精

英。二十三歲即以一篇佛學文章〈究元決疑論〉而倍受各界矚目，尤為北大校長蔡元培賞識

垂青，於次年進入當時的文化重鎮北大執「印度哲學」教鞭的梁漱溟，就曾多次斷然地說

──「不」！據梁漱溟自述，梁啟超曾向其詢問如何改造佛教以適應社會大眾，梁漱溟當時

的回答是：「改造是做不到的事，如果做到也必非復佛教。」[註 4]梁漱溟認為佛法是「專談

現世生活以外的事，不談現世生活」[註 5]。其見地論諸小乘佛教，誠不為過，但用以觀大乘

佛教，實在有失偏頗。太虛大師當年即為之扼腕：「自梁漱溟說佛法為『反身消滅』之後，

不少的人皆受了他的暗示，動不動都看成佛法是以消滅人生世界為究竟的。」[註 6]當代佛教

學者鄧子美亦指出：「梁漱溟拒絕佛教改革的佛學依據與文化理由均不足，……梁漱溟學佛

之始，就僅從小乘佛教出世面加以領會，拘泥於印度佛教的現成詞句，還未深入，還未及理

解大乘佛教精神。」[註 7]日後成為現代新儒學開山鼻祖的梁漱溟自己，亦直到去世的前一年，

即一九八七年，才在出席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立大會上說：「大乘佛法……是原始佛教十

分可驚的一大發展變化……在實踐上菩薩不住涅槃、不捨眾生，原本是出世間法，卻又出而

不出，不出而又出……若沒有大乘佛法，那麼，佛法是不圓滿的。」「要弘揚佛法，就要有

一種救世的精神，心裡頭沒有自己，只有眾生。」[註 8] 

  從梁漱溟拒絕佛教改革到圓融地看待大乘佛法，時隔將近七十年，幾乎跨越了整個二十

世紀，時間上也幾乎等同於一部中國現代史。客觀上究竟有多少知識份子和社會民眾因此加

深了「佛法即出世法」的傳統意識，我們不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時至今日上述知見

在佛教界仍然根深柢固。當然，我們並非因之歸咎於梁老。實際上梁漱溟的一生正是大乘菩

薩無我利眾的一生，其高尚人格與不屈不撓救國救民的行止絕不亞於同時代的仁人志士，亦

絕不是吾儕所能望其項背的。其當年的文化抉擇固可商榷，然其深重的民族憂患感正是淵源

於「不忍眾生苦」的大乘悲願則勿庸置疑。  

  時光流轉到二十一世紀，近代關於佛教改造的孰是孰非已然化為歷史的煙塵，然而論辯

雙方所共同踐履的菩薩道精神卻標誌著大乘心行在近代的回歸。中國佛教若要在二十一世紀

成功地實現現代轉型，必然要承繼近代的大乘心行，且要真正落實到現代佛教徒的知見和行

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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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主流 

  自明清迄今，由於諸多歷史成因，佛教徒、尤其是在家居士的絕大多數，一直呈現出「信

眾年齡老化、文化程度低下、社會地位卑微」的「邊緣化」狀態，致使一般社會民眾極易誤

解、甚至歧視佛教。一般人總認為佛教徒就該具備上述幾項「特徵」，筆者因年未而立，且

概無其餘「表徵」，所以當多次在不同場合無意中「暴露」佛教徒「身分」時，對方都會瞠

目結舌，半晌才說：「啊？你學佛　」其驚詫莫名的表情背後有著太過「豐富」的內容，一

言不足以蔽之。筆者揣想許多佛教青年都有過類似的經歷。剛開始也許還會言簡意賅地「澄

清」幾句，後來也唯有苦笑作罷。 

  聖教衰頹至此，每每思及，總覺悲涼。誠然，佛教作為宗教存在，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撫

慰由於衰老、疾病、貧困、天災人禍等諸多不幸而彷徨無助的人們，且給予他們解脫的途徑

和希望。然而，佛教在任何時域都不應僅僅成為「弱勢群體」的避難所。觀諸佛教流傳的歷

史：佛陀時代，皈依的出家弟子多為王族貴胄出身，佛陀姨母摩訶波闍波提、異母弟阿難、

子羅睺羅；其餘大弟子如大迦葉、舍利弗、目犍連等均屬婆羅門種姓；居士、護法亦多帝王

和大富長者，如頻婆娑羅王、波斯匿王、摩羅斯王、須達多（給孤獨長者）、迦蘭陀等。佛

教傳入中國後亦多為歷代、尤其是隋唐的帝王和士大夫所崇信。且「釋尊及佛門多數高僧大

德都是青年求道，釋尊成正覺時，才剛過而立之年。歷來證聖果、弘法利生的法門龍象，多

出青壯年」[註 9]。佛教二千多年來在人類社會廣傳弘布，率多是以先攝受主流、後波及大眾

為其弘傳模式的。社會主流（以中青年為主的、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高素質群體）一旦學佛，

其「福智雙圓」的身教恐怕比千經萬論的言傳還更能讓社會大眾見證學佛的殊勝。 

  筆者認為，造成今日佛教現狀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具備圓融無礙精神的大乘佛「法」

與充滿高度智慧的大乘佛「學」，被傳統的封建宗法化佛「教」嚴重束縛，無法與疾速嬗變

的時代精神接軌。所謂「宗法化佛教」，肇端於宋元，強化於明清，即歷代統治集團或者出

於統治需要刻意強化佛教「出世」、「治心」的一面，或者崇重儒道而冷落、排擠佛教，致

使佛教弘法人才奇缺、社會地位驟降、信眾素質窳劣、教義陳腐扭曲。因此現代社會的精英

和大眾均「不得其門而入」，無法真正瞭解佛法的本來旨趣與佛學的究竟理念。筆者以為，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佛教亟需構建一套大乘佛法（佛學）的現代詮釋系統，藉此攝受現代社會

精英和智識精英，使社會發展的中堅力量同時亦成為大乘菩薩行者。誠如太虛大師所言：「今

菩薩行的實行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良的佛學和科學知識，參加社會各部門

的工作──如出家眾可參加文化界、教育、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眾則政治界、軍事界、金融

界、勞動界……都去參加……佛教的細胞散布於社會各個階層，不和國家社會民眾疏遠分隔」

[註 10]，方能於傳統佛教「超生度死」的基本功能之外，為現代佛教拓展出更為積極而多元的

社會功能，以滿足時代及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多樣化需求。庶幾可望使中國佛教從社會「邊緣」

回歸「主流」，使盛唐佛教之大乘氣象回歸於二十一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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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成「人」 

  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思想成為國家統治秩序和社會、人生的

道德倫理規範。佛法自東漢傳入中國後，佛法中的人乘、菩薩乘之旨趣與儒學思想交相關涉、

足堪印證。如儒學「仁、義、禮、智、信」之「五常」與佛教「不殺生、不偷盜、不邪淫、

不妄語、不飲酒」之「五戒」；如儒學「修己安人」經世濟民之士君子人格與大乘佛法「自

覺覺他」、「莊嚴國土，利樂有情」之菩薩道精神都極其相似，故佛教之於中國文化和社會

民眾自始就有融洽的「親和力」，因此促進了佛教在中國的流傳。然而也正因為相似，中國

人便極易忽略佛法的入世精神，而尤重佛法中具強烈出世意味的天乘、聲聞乘。因為小乘佛

教能提供儒學所不能給予的終極關懷和解脫路向，滿足了不少中國民眾和士大夫內心潛藏

的、超越的宗教需求。故而與其說「入世度生」的大乘佛教為中國文化所繼承並發展，毋寧

說源自印度小乘佛教的「出世解脫」之於中國人才有著獨一無二的宗教價值。古代中國社會

終久凝成的「儒管治世，佛管出世」的格局絕非偶然，自有其宗教人類學意義上的必然性。

僅從該格局的字面表述上，我們便可體會到佛法菩薩乘中本自蘊含的積極入世、關懷人生的

精神從此失落的蒼涼意味。 

  辛亥革命後，隨著中國二千多年宗法統治的崩潰，儒學式微，社會人心飄蕩失守，世出

世法之間出現了難以彌縫的巨大斷裂。印光法師正是有見於此才極力倡言「儒佛合則雙美，

離則兩傷」。因為「做人之道」一旦喪失，原初通向，「解脫成佛」的坦途必然為歧路所誤

導，為深淵所障絕。印光法師雖用心良苦，卻未曾充分意識到當時中國社會的無情現實：儒

學與二千餘年的宗法統治有著淵源甚深、千絲萬縷的糾葛而遭到新文化運動的強烈批判，即

使當年舉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封建禮教」並不必然等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儒學，然而，「覆巢

之下，焉有完卵？」在摧枯拉朽般的時代浪潮的巨大衝擊下，儒學自身早已斑駁支離，其「維

繫世道人心」的功能更是斫喪殆盡。中國近代自此陷入「社會失範、人心失衡」的空前困境。

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倡導正是鑑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其「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

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發達人生，進化成佛」等核心理念，旨在重續「人生此岸」與

「成佛彼岸」之津梁，以大乘佛法「生佛不二」的精神將追求涅槃、成「佛」的修持融貫於

「完善人格」的成「人」行履中。令人痛惜的是「人生佛教」未及深入實踐即逢抗戰，太虛

大師以方外之身毅然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勝利後卻因常年奔波積勞成疾而不幸英年早逝。轟

轟烈烈的近代佛教改革運動隨即漸趨消歇，雖多有弟子如趙樸初居士、印順、演培等法師勉

力傳承，然而，在近代曾盛極一時的大乘精神終如流星一閃，旋即隱入歷史的沈沈夜幕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中央政府效法前蘇聯大力推進工業化，教育體制偏重於自然科

學尤其是應用技術，對於負有文化傳承及國民人格塑造之使命的人文科學和素質教育極度忽

視；加之一九五七年後歷經「左傾」政治運動和史無前例的「文革」十年對傳統文化的嚴重

摧殘，以及改革開放後商品經濟大潮對社會道德倫理的不斷侵蝕，時至今日，國民的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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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已分化為嚴重悖離的兩極：一邊是為數不少的社會民眾──對佛法懵懂無知，視宗教信仰

為迷信神權，視道德良心如棄物敝屣，膜拜「金錢」為上帝，以自私自利為靈魂構成，以追

逐感官愉悅為生命取向；另一邊是佛教徒中的大多數──對世間文化、知識、科學不屑一顧，

對少數信眾及一般民眾建設人生服務社會的行為嗤之以鼻，以「不造惡業」、「不求名聞利

養」為理由獨善其身，於現世人生之外安設一個「涅槃成佛」之所，汲汲以求了脫生死……。 

  觀諸西方，基督教自十六世紀在歐洲成功地脫離中世紀羅馬教廷的束縛，由宗教改革家

路德、加爾文等人創立新教並完成近代轉型之後，基督新教至今仍是西方社會的主流信仰以

至全民信仰。從社會功能的角度言，新教倫理為西方的社會發展提供了巨大的內在推動力，

並作為社會道德規範確保了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度在社會實踐中的有效運作；從宗教信仰

的角度言，新教教義將教徒在世間獲取的成就（財富、名望、地位）肯定為「增加上帝的榮

耀」，並以其作為上帝「選民」的資格。這種理念極其有效地緩解了傳統教義中今生與來世、

人間與天國、人生的基本欲求與宗教的清規戒律等兩極間的張力，把教徒人生價值的實現與

追求彼岸天國的宗教理想完美而有機地融為一體──人生的幸福既得以實現、人生的苦難又

得以超越。筆者認為，此乃新教之所以能成功轉型、並廣為西方民眾信受奉行、從而不斷發

展完善的根本原因，這對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實在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太虛

大師在〈人生佛教之目的〉一文中亦指出：「舊行之佛教，厭離現實人生之心切，每重求後

世之勝進或無生之寂滅，……與現實脫節，不能圓顯佛法之功效。今倡人生佛教，旨在從現

實人生為基礎，改善之，淨化之，以實踐人乘行果，而圓解佛法真理，引發大菩提心，學修

菩薩勝行，而隱攝天乘二乘在菩薩中……即人即菩薩而進至於成佛。」[註 11]其宏旨與西方新

教之教義可謂異曲同工。 

  因此，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佛教無論是慮及自身的興衰，還是對社會、民眾應負的責任，

均需刻不容緩地讓「勝義諦」（成佛）回歸、落實到「世俗諦」（成人）的層面上，為二十

一世紀的佛教信眾與社會民眾建立「二諦圓融」的新型人生觀；將人生價值的實現與生死輪

迴的超越有機地整合。對佛教界而言，可藉此大乘佛教即世間而出世間、即人而成佛的中道

義促使厭世偏執的佛教徒回歸積極入世、關懷人生的大乘菩薩行，並使其圓成高境界之精神

生活（慧）的同時，完善高質量的物質生活（福）；對社會民眾而言，通過佛教信眾福（物

質成就：財富、名望、地位）慧（精神成就：道德、信仰、智慧）雙修的榜樣作用，積極意

義上可攝受廣大民眾建立中道圓融的大乘佛教信仰，消極意義上亦可適度地矯正許多民眾以

道德墮落為代價追逐名利的錯誤行為。若此，則現代人生佛教便能普利一切民眾，彰顯佛法

之特勝，亦暢佛陀之本懷。 

信仰──理性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其教義源自佛陀對於宇宙、人生之真相的詰問、求索與實證。從釋

迦牟尼自菩提樹下站起的那一刻開始，佛教便以其「立足現世人生、崇尚懷疑思辨、依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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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注重實證」的獨特精神展現於世。這種極富人文理性的精神特質被中國佛教所承繼。其

中，唯識宗以深切辨析宇宙萬有、歸納演繹「五位百法」為宗義，最具理性思辨色彩。然因

其論證過於繁賾細密，不契合中國人尚簡約、重直覺的根性，故一度興於盛唐，傳承未久即

於晚唐衰落。另外，把佛教的理性精神推向極至的，概非禪宗莫屬。禪宗以其「不立文字、

教外別傳、直指人心、見性成佛」的宗旨鮮明地反對教條主義並昭示信眾：三藏十二部皆乃

標月之指、渡河之筏，在深入研習經論的基礎上，必須進而打破名相和法執的束縛，方可徹

見圓明自性；《六祖壇經》所示之「佛法在世間，不離世間覺」，旨在根除信眾厭世之錮弊，

彰顯立足現世、即人成佛的佛法本旨；禪門經典之訓「大疑大悟，不疑不悟」，旨在策勵信

眾以懷疑精神參究生死真相，徹悟本來面目。然而，法久生弊，宋元以降，禪宗末流將「反

對教條」的精神又執為教條，以至廢棄經教，空疏鄙陋；原初之現實理性、懷疑精神亦流為

不守戒律、恣意妄為的「狂禪」。許是見於禪門流弊，歷代高僧多倡「禪淨雙修」以糾其偏。

以簡易平實為宗風、以佛力救拔、橫超生死、三根普被、利鈍全收為特勝的淨土宗，確實廣

泛地攝受了各階層民眾，歷代傳承不絕。淨宗行人臨終蒙佛接引、自在往生者亦代不乏人。

然而，自明清迄今，仍有大量淨土信眾因不具圓融知見，以「老實念佛」為由否定一切世間

智識，甚至發展到除淨土經論之外的三藏十二部亦盡皆摒棄的狹隘立場，其消極影響與禪門

流弊正相頡頏，連同上節所述之傳統「宗法化」佛教的積弊，共同導致時下佛教徒的信仰偏

狹空疏、外在化、偶像化傾向強烈，而佛法本具之內在人文理性則嚴重缺失。    

  眾所周知，大乘佛教一旦喪失了對國家民族、人類社會的熱切關懷，喪失了對人生萬相、

世間萬物的冷靜思辨，其「悲智雙運」的菩薩道精神便無所立足。《解深密經》卷四云：「如

實了知世俗諦義，謂於五明處，如實了知勝義諦義。」佛教一旦脫離了與「世俗諦」的積極

對話和良性互動，則「勝義諦」亦無從體現。《大莊嚴經論》卷五云：「如不勤習五明，不

得一切種智故。……內明為求自解學，因明為伏外執學，聲明為令他信學，醫明為所治方學，

巧明為攝一切眾生。」[註 12]隨著人類社會的飛速發展，二十一世紀的各種文化學術和科學技

術，均日益複雜、精密而多元，換言之，現代所應「勤習」之「五明」，已不能再拘於傳統

內涵，而要有更為深廣的外延。故現代菩薩行者「求正法時」，不但要專修「一切菩薩藏法、

一切聲聞藏法」，亦須廣學二十一世紀的「一切外論、一切世間工業處論」，以現代人的思

惟方式和語言模式，將卷帙浩繁、語義艱深的佛典進行創造性的轉換，以現代人文理性再造

二十一世紀佛教信仰。 

  首先是面對廣大社會民眾，建立新型的「俗諦」信仰。一般民眾由於文化素質、時間精

力、年代隔膜等因素的限制而罕讀佛教經典，以至迷信盲從，流於低層次的神權膜拜。現代

俗諦信仰應當融入利益人生、關注現世等人文理性，以啟引民眾從「偶像崇拜」回歸「人格

建設」，從「祈求神明賜福」回歸到以「提昇智慧，精誠勞作」而獲取世間成就。其次是與

現代智識精英（人文、科技學者）就世出世法共通的理性精神──「懷疑思辨、客觀實踐、

公正審慎、道德良知、人類關懷」等深入交流、有機融合，藉此建立新型的「真諦」信仰。

以此為橋樑，接引東西方精英重新認識歷久彌新的大乘佛法。作為主導現代以及未來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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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識群體，如果能契入大乘菩薩道，並運用佛法的高度智慧，應對人類由於科技物質文明片

面畸形發展所導致的現實困境與潛在危機，則「現代真諦信仰」既能超越「信仰」與「理性」

二元對立的古老而深刻的矛盾，又可望為人類文明的未來走向作究竟圓滿之司南。 

治心──治境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不僅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格理想和實踐路向，更是大

乘菩薩行者的根本理念，然而迄今卻湮沒不彰。時下大多民眾均認為佛教純粹只是心性之學、

無涉於國計民生，連不少佛教僧俗亦抱此心態，故「坐而論道」者比比皆是，「起而行之」

者寥寥可數。《摩訶般若經》卷二十六云：「菩薩摩訶薩不淨佛國土，不成就眾生，不能得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大乘佛法最重「解行相應」，其修行的範疇絕不應僅僅局限於一己

的心性修養和生死解脫（治心），而應「具行眾善，淨諸世界」[註 13]，「如有情世間、器世

間未淨」，大乘菩薩行者應將其「修治成清淨」[註 14]（治境）。 

  在古代社會，「治境」之「治」只是「人治」，即落實到「個體人格」層面，其最終指

向是造就治境者的「道德人格」。如中國古代，百姓總是把社稷蒼生的福祉寄託於聖主明君，

歷代大儒亦總試圖通過喚醒帝王的道德良知，從而施行王道仁政澤被萬民；佛教僧俗亦更多

地是把「莊嚴國土，利樂有情」直接訴諸高僧大德的說法勸化及居士護法的善行義舉。在古

代宗法社會，「治境」便只能局限於上述之傳統義；而如今則應根據時代機宜探尋「治境」

的現代義：現代條件下，「治境」之「治」應屬「法治」，即落實到「社會制度」層面，其

指向是通過治境者參與社會秩序的設計和運作，最終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古代「人治」社會中，傳統治境義針對的是眾生的「個體苦」（生老病死、愛別離、怨

憎會、所求不得、五蘊熾盛等「八苦」），古代大乘行者以慈善救濟、說法勸化等方式為眾

生「拔苦與樂」，於今仍有其重要價值。然而，現代菩薩行者面對的，卻是今日民眾在社會

轉型期遭受的「社會苦」（體制性失業、權力腐敗、經濟資源分配不公、社會保障滯後、貧

富兩極分化等引起的各種困苦）。此刻傳統治境義對治「社會苦」已然鞭長莫及，只能治其

「標」，故現代菩薩行者應運用現代「法治」社會的制度保障，減輕甚至根除民眾之「社會

苦」，方算治其「本」。   

  誠然，佛教界任何時候都應如太虛大師所言：「議政而不干治。」因為佛法畢竟不是世

間法，二者保持各自的獨立範疇和獨立價值是絕對必要的。但對佛教信眾，尤其是居士群體

而言，則應以大乘心行積極參與締造現代的「法治」社會，「本佛法之精神以從事」：「社

會經濟、教育、法律、政治乃至國際之正義公法」，使之「臻于至善，減少人生之缺憾與痛

苦」[註 15]。大乘聖典《維摩經‧方便品》中亦曾詳示在家菩薩維摩詰入世利生的種種情狀，

誠為現代菩薩行者之楷模。其中，「資財無量，攝諸貧民」，傳統義當指慈善救濟，現代義

則應指從事於經濟領域的活動，以創獲「無量」財富之「欲鉤牽」，攝受廣大社會民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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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之「正法」，傳統義當指佛教戒律，現代義則應指現代社

會各種政經、法律制度；「遊諸四衢，饒益眾生」應指廣泛地參與社會各界的活動；「入治

政法，救護一切」特指參政議政，以社會改革促進民生福祉；「入講論處，導以大乘」昭示

大乘行者不但要將佛教界導歸大乘，而且要「入」於宗教界、甚至世間各種文化學術之「講

論處」，弘揚大乘佛法；「入諸學堂，誘開童蒙」指大乘佛學應融入教育領域，而且應從「童

蒙」起，直至貫穿人生全程。   

  太虛大師在〈即人成佛的真現實論〉中說：「菩薩即社會改良家之別名，……人生佛教

之大用則寄託于社會改良家。」[註 16]此言可謂別開佛法之生面，亦誠乃現代「治境」義之先

聲嚆矢。 

「終」極關懷──「多」極關懷 

  一九九五年三月，聯合國在丹麥召開首腦會議，一百八十多個國家首腦和代表在會議文

件上把「消除貧困」的目標列為人類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最優先專案，而且在會上把一九九六

年定為「國際消除貧困年」。人類社會雖然在此之前的「五十年內使世界財富增加了七倍」，

但直到二十世紀末，「全世界仍有十三億貧困人口，且每年以二五○○萬人的速度增長」；

「每年約有一八○○萬人死於饑餓、營養不良及與貧困有關的其他原因，遠遠超過戰爭造成

的死亡」。作為發達國家之首的美國，仍「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華

人民共和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改革開放十五年以後的一九九四年，仍有「八○○○萬絕對

貧困人口」尚待解決溫飽問題。 

  毋無庸置疑，在二十一世紀以至將來更長的一段歷史時期內，「消除貧困、創造財富」

注定始終是人類社會發展的恒久主題與首要任務，而中國更是把「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做為

堅定不移的國策。[註 17]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佛教若仍堅持以了生死求解脫的終極關懷為唯一指向，只會加

速自身的衰落。因此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佛教，既要闡揚大乘「不忍聖教衰，不忍眾生苦」的

菩薩道精神，亦須秉承佛陀「對機說法、應病與藥」的弘化方便，締造現代人生佛教的「多

極關懷」：首先是幫助社會民眾謀求物質生活的改善（初級關懷），其次是促進精神（道德）

生活的臻勝（次級關懷），最後是實現生死輪迴的超越（終極關懷）。   

  眾所周知，佛法修學的最高境界是覺行圓滿的佛果，必經之路是大乘菩薩道。雖縱觀佛

教弘傳的歷史，其不同時期不同地域的弘化方便幾經轉換、多方適應，但殊途同歸，最終都

要讓──藉不同善巧攝入佛門、經不同途徑修學的信眾──回歸「上弘下化」的菩薩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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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度原始佛教時期，由於「釋迦應化之印度，其人民於衣食住資生之具皆極豐富，故

於世間生活之經營異常淡泊」。當時印度修習禪定、厭世苦行等風尚普遍流行，故佛陀「乃

方便先說適合當時機宜的聲聞乘法」[註 18]，即越過人生的初級關懷和次級關懷，直接以佛法

的終極關懷做為教化重心攝受眾生，至法華會上才將應化本懷和盤托出：「汝等所行是菩薩

道」，引導信眾發起大乘心，「回小向大」──進趣菩薩行，以證佛果。 

  到中國傳統佛教時期，由於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大一統的格局和長期的相對穩定，除卻天

災和朝代更迭之際戰亂的侵擾，古代中國民眾的物質生活在一般情況下是相對富庶的。誠然，

任何時代都存在一定數量的貧困人口，古代中國概莫能外，但在儒學道德倫理思想的長期熏

染和詩書禮樂的陶冶下，中國人逐漸養成「知足知止、安貧樂道、崇尚儉約」等注重現世精

神生活的民族性格。故而大乘八宗均不約而同地越過人生的初級關懷，融攝六度萬行的大乘

菩薩心行於日常人生的道德倫理生活（次級關懷）中。然而，「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傳

統佛教終究還是傾向於終極解脫，致使大乘心行長期失落。 

  時至今日，中國佛教仍遠未完成契理契機的現代轉型，處於一種「上無以頂天，下無以

立地」的「懸浮」狀態。 

  「上無以頂天」即未能契理，其表現是「高推聖境」：至今仍有大量信眾認為「菩薩」

就該是「神通自在三十二現」，而對經典中在在皆是的「初發心菩薩」義卻視而不見，以末

法眾生業深障重、煩惱習氣熾盛，不堪發菩薩大心、不堪任度生大行為藉口，以所謂「清淨

心」、「安詳心」悠悠卒歲，不思進取，以至連自身的安身立命都成問題，予人謗譏佛法的

口實，更談不上「弘法利生」。殊不知「一切福德無有不入初發心中」[註 19]，「有智之人發

菩提心已，即能破壞惡業等果如須彌山」[註 20]，甚而「以是發心當得佛故，應知此人即與三

世諸佛如來境界平等，即與三世諸佛如來功德平等」[註 21]。當代佛教界大德陳兵居士亦曾指

出：「生為人身，特別是這正法衰微、人心惡濁時代的人身，最有條件修學、最易修學而功

德又最大者，莫過於發菩提心。」[註 22]菩提心堅固後，即應真實踐履六度四攝的菩薩行，其

修行「不僅可逐漸伏斷自心煩惱，使智慧、才幹、忍力、定力、德行逐漸增長，獲世俗事業

的成功，得到現法樂住的受用，而且可廣結人緣，受到尊重，奉獻社會，弘場正法、利濟群

生，世出世間的功德雙全、福智雙全」[註 23]。 

  「下無以立地」即未能契機，其表現是「綆短汲深」：部分信眾偏狹地以為，人格高尚

者必然要安於貧困，功成名就者必定是德行有虧。少數人於此不具圓融知見固然不值一駁，

但毋庸諱言，傳統佛教對追求人生價值、創獲世間成就的行為所持的「否定、貶斥」的傾向，

至今依然普遍存在於佛教界。而本節開頭曾述及：「消除貧困、創造財富」是二十一世紀人

類尤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民眾置身於今日的工商業社會中渴望世間成就也是有目

共睹的客觀現實。傳統佛教教義與今日社會思潮已日趨悖離──如果說佛法是度脫眾生出離

苦海的繩索，那麼傳統教義之「綆」，於今似乎已然「短」得無法企及隨時代潮流席捲而去

愈溺愈「深」的末法眾生了……。《虛空藏菩薩經》卷一云：「菩薩宜應先知眾生善根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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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心，隨其所堪次第說法。」《禪林寶訓》卷一載黃龍慧南禪師告王安石語：「凡操心所為

之事，常要面前路徑開闊，使一切人行得，始是大人用心。」故而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必須

改變傳統教義對世俗事業的傾向，甚至不能僅停留在太虛時代「允許、隨順」的立場上，而

應運用現代菩薩行者「雖知世間之樂虛妄非真，而亦能造世樂因緣，……為欲利益諸眾生」

[註 24]的方便善巧，通過「求諸世間工業智處，為少功力多集珍財，為欲利益諸眾生」[註 25]

的行動現身說法，對信眾及民眾如理如法地追求人生價值、創獲世間成就的行為持「肯定、

激勵」的積極態度，庶幾可使現代佛教重新取得社會的認同與廣大民眾的普遍信仰。 

  綜上所述，現代佛教在契理一面必須「頂天」──即上契佛陀應化娑婆之本懷，尋求大

乘菩薩心行的回歸；在契機一面必須「立地」──即發展佛教的宗教關懷：從形而上層面的

終極解脫、道德說教，主動下探至人生的物質層面，將傳統佛教單一的終極關懷完善為現代

佛教涵攝人生各層面的「多極關懷」。 

「正」知「正」見──「圓」知「圓」見 

  現今的佛教信眾有一些傳統知見，雖未可厚非，仍屬「正知正見」，但在現代社會條件

下顯得不夠圓融。大多數信眾所一貫堅持的「正知正見」，與現代佛教應具的「圓知圓見」

之間的微妙差異，足以導致修學上的嚴重局限，甚至是弘法時的巨大障礙。茲舉兩例較為重

要的佛教知見：「善惡觀」和「義利觀」略作闡述。 

  「善與惡」：傳統佛教徒對「善」的理解無非是「善良」，即僅屬道德範疇。但在現代

「效率至上、競爭激烈、複雜多變」的社會氛圍中，單純的老實「善良」對一己的立身處世、

生存發展都是遠遠不夠的，何況面對日趨紊亂的價值觀念和日漸稀薄的人文「空氣」，單純

的道德說教更是無法單獨荷負弘法利生的使命。因此，現代大乘行者應該對「善」作出更為

多元的詮釋。其實，同一個「善」字遇不同文字的組合，即可見其本自蘊含的極為豐富的內

容：如在「善策」中，有「高明」之意；在「善於」中，有「擅長」之意；在「善本」中，

有「珍稀」之意；在「善巧」中，有「靈活」之意：在「完善」中，有「圓滿」之意。因此，

所謂「眾善奉行」，於今則應在傳統的「高尚的道德行為」之基礎上，涵攝「高度發達的智

慧」、「特殊專長的技能」、「難能可貴的才學」、「靈活敏銳的秉賦」以及「全面發展的

綜合素質」。反之，「惡」應不再僅指「惡行」，而要包括智慧拙劣、不學無術、愚頑木訥

以及綜合素質的欠缺。 

  「善惡」一旦有了上述多層次、全方位的立體內涵，則孜孜為「善」的佛教信眾在現代

社會生活中自然富有極強的感召力和攝受力，再向大眾宣揚「善惡有報」，則可消除傳統佛

教談因果報應必然不出鬼神賞罰的陳舊悖時的因襲，把二十一世紀佛教的善惡因果觀建立在

人格魅力的塑造和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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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與利」：古代的人類社會，無論東西方，其經濟活動均以農業為主，生產力發展在

極大程度上受制於大自然，物質財富的產出依賴於有限的土地。在此條件下，一個人對生產、

生活資料的過度占有，即直接導致另一個人、甚至是一群人處於貧困和被奴役的狀態。目此，

東西方的傳統道德倫理見於在大多數情況下，「利他」（義）與「自利」（利）絕難兼顧甚

至直接衝突，便幾乎都強調「義」，而一味否定、摒棄「利」。然而，自近代以來，隨著科

學的發展、科技的發明和普遍應用，人類社會的經濟活動轉變成以工商業為主，原本束縛於

大自然的生產力得到了空前的釋放、實現了巨大的飛躍。在同樣面積的土地上，由相同數量

的人以工商業方式運作，其所產生、增值的財富則是古代農業社會的人們難以想像的；而到

了當代，以電腦、網路等高科技為主的資訊產業在經濟生活中占有越來越大的比重，它所創

造的經濟效益，與此前的任何時代相比又顯然有著天淵之別。在此前提下，現代的義利觀便

與傳統截然不同。在現代，一個人追求財富的動機和活動（利）不但不會給他人和社會造成

損害，反而從客觀上促進了整個社會的互利共榮（義）。古代，自利與利他不能兩全，故而

對立矛盾；現代，自利與利他缺一不可，則是相反相成。 

  當然，正像傳統倫理學的義利觀全面覆蓋並「掌管」社會生活各個領域，形成明顯偏頗

和過度強化的「泛道德主義」一樣，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義利觀亦絕不能取代倫理學意義上

的義利觀、從而削弱道德力量、流於「泛功利主義」。因為，無論人類如何發展、物質生活

如何富庶，只要不幸和苦難依舊存在，傳統的義利觀便有著不可或缺的重要價值。任何一個

人犧牲自我利益以完成他人利益的高尚行為，在任何時候都是值得讚賞和令人欽佩的。 

  但是，現代義利觀卻極有必要補充並完善傳統的義利觀，尤其對懷抱傳統知見的佛教徒

而言。因為，今日仍有大量佛教信眾自命清流，對經濟活動鄙夷不屑，認為自利則必然損他，

非佛教徒心行。這種狹隘的義利觀致使佛教在現代工商業社會弘法時觸處成礙，極大地削弱

了大乘佛教之於社會和民眾本應彰顯的力用。究其實，大乘佛法最高境界之「義」，便是「自、

他均獲現世、後世利樂和究竟解脫樂」，它既超越了傳統義利觀誓不兩立的矛盾，又矯正了

現代義利觀可能偏向的功利心態，誠為究竟圓滿之中道義利觀。因而，「自他雙贏、互利互

助、共同發展」的義利觀，理應成為現代人生佛教的信眾內心具足的、亦是向二十一世紀社

會民眾弘法時所應闡明的「圓知圓見」。 

結語：佛教青年在二十一世紀的使命 

  中國佛教在二十一世紀，機遇與挑戰並存。傳統佛教在今日所面臨的諸多危機前文已具

述，而佛教在現代及未來的希望，則取決於大乘佛法的真精神──菩薩心行，能否真正「回

歸」，並與時代精神「圓」融整合，生「成」現代人生佛教，藉此「超越」千年困境、開創

嶄新紀元。在此，佛教青年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太虛大師在〈現代青年與佛教之關係〉中

言：「青年是時代前進的領導者，……應看現在趨向將來之要點何在，認清方向，就要向此

走去，……舊來佛教徒之習慣，大概圖清閒而不做事，對于現實社會之文化、教育、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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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一概放棄而不肯為。現在青年佛教徒應該……充滿佛化的慈悲、智慧，加入群眾社會

活動。……觀全世界人如一，必為之興利除弊，使全人類皆得安樂。」[註 26]當代佛教界大德

陳兵居士亦在〈與青年朋友談學佛〉一文中，再三勖勉佛教青年要觀正法衰微而發菩提心、

行菩薩道。他說：「時代、社會、佛教，都急需佛教青年儘快成才。有志氣的佛教青年，應

觀察佛教現狀，深發護法心，爭取作如來使者、護法良將，努力把自己鍛煉成才。當今之世，

欲荷負弘法重任，不但須精通佛學，善於活用佛法，而且須通曉各種現代知識，熟知社會思

潮與時勢人心，有弘法和服務社會所需的各種技能才幹，……或現僧寶相，講經說法、撰文

著述，或在文化界、經濟界等做出成就，護持佛教，……多出一批太虛、虛雲、印光、弘一、

楊仁山那樣的法將，出一些蓮花生、米拉日巴、岡波巴那樣的大成就者，推動中國佛教煥發

青春，促使中華大地再現盛唐之繁榮。」[註 27] 

  筆者十九歲經摯友慈悲攝化，學佛聞法，迄今十載。其間挫折困惑無數，難以一一形諸

筆墨。所幸每當憂怖疑悔之際，近代以來的高僧大德關於人生佛教的著述，總讓筆者有甘露

沐身、醍醐灌頂的覺受，從而深切領悟世出世法本自不二、人生與學佛圓融一如的大乘義趣。

俟後在讀經研教、念佛做課、生活工作中以此大乘義趣「一以貫之」，漸漸體察到建基此上

的現代人生佛教實乃：心廣大而行精微、理甚深而事平實，誠為現代青年、尤為佛教青年最

宜踐履之學佛正道。以現代人生佛教的智慧觀照、以其正行修學，則青年人原初的許多學佛

障礙，恰可轉化為大乘菩薩心行的特勝：如「為人處世時產生的困惑和煩惱」可轉化、臻進

為「對宇宙、人生之真相的諦察和思惟」，如「企望建功立業的名利心和貪瞋心」可轉化、

臻進為「入世弘法利生之熱忱心與勇猛心」，「家人親友、尤其是戀人夫妻間的熾盛情愛」

可轉化、臻進為「利樂度脫有情眾生之無上悲願」，「眷戀人世與欣求解脫的矛盾」可轉化、

臻進為「不著生死、不住涅槃之中道」……依此行去，則於自於他，於時代於人類、於眾生

於佛教、於當世利樂於究竟解脫，俱有無窮之受用與裨益。 

  儒學之「宗聖」曾參的一句話曾彪炳百代：士不可不弘毅，任重而道遠。以「仁」為己

任，不亦重乎？死而後已，不亦遠乎？ 

  比諸儒學之士，大乘行者尤為「任重道遠」。回眸二千五百多年的佛教歷史，前瞻未來

「一萬年」的佛法，二十一世紀的佛教青年置身其中所肩荷的繼往開來的神聖使命，斷然不

是盡此一生所能「畢其功於一役」的。因而，「仁」固重，「大乘」尤重；死而「後」已固

遠，死而「未」已、歷三大阿僧祗劫世世生生行菩薩道以至盡未來際──更遠。  

  

【註釋】 

[註 1] 《梁啟超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十八頁。 

[註 2] 《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年）第三七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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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太虛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二九四頁。 

[註 4] 梁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年）第二一二頁。 

[註 5] 同 [註 4] 。 

[註 6] 《太虛大師佛學精品》（安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年）第二八五頁。 

[註 7] 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年）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註 8] 《法音》學術版，第一輯，一九八七年出版。 

[註 9] 陳兵，〈與青年朋友談學佛〉，《法音》月刊，一九九二年，第五期。 

[註 10] 同 [註 6] ，第九十六－九十七頁。 

[註 11] 同 [註 6] ，第一四四頁。 

[註 12] 《大乘莊嚴經論》卷五，《大正藏》第三十一冊，第六一六頁上。 

[註 13] 《華嚴經‧明法品》，《大正藏》第十冊，第九十六頁下。 

[註 14] 《大般若現證莊嚴論》。 

[註 15] 同 [註 6] ，第一四三頁。 

[註 16] 同 [註 6] ，第一八七頁。 

[註 17] 此段引文具見何清漣，《現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二四○－二四一頁。 

[註 18] 同 [註 3] ，第四十五頁。 

[註 19] 《集一切福德三昧經》卷一，《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九九一頁上。 

[註 20] 《優婆塞戒經‧發菩提心品》卷一，《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一○三五頁上。 

[註 21] 《華嚴經‧初發心功德品》卷十七，《大正藏》第十冊，第九十一頁下。 

[註 22] 同 [註 9] 。 

[註 23] 同 [註 9] 。 

[註 24] 《優婆塞戒經‧二莊嚴品》卷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一○四五頁中。 

[註 25] 《瑜伽師地論》卷三十八，《大正藏》第三十冊，第五○三頁上。 

[註 26] 同 [註 6] ，第三二九－三三○頁。 

[註 27] 同 [註 9] 。 


